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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教育：臺灣學術
資料庫的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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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探討團體創建因素於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及其對團體成效的影響，

針對 2001至 2020年間 54篇量化研究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以回答三

個研究問題：團體創建因素的應用概況、團體是否有效，以及創建因素對成效的影

響為何。研究結果顯示：一、研究主題多樣、以自我相關議題為最多；團體結構以

8~12人、每週進行 1次、總次數 5~8次、總時數 16小時為最多；理論取徑偏向認

知、行動或目標導向，成員以成人居多、多數為性別混合團體；帶領者多為教師、

輔導員或研究生；二、整體立即及持續效果量均達中度效果量且具統計顯著；三、

成員性別、年齡及介入主題，與整體立即效果量呈顯著關係；理論取徑、成員特徵、

介入主題及團體總時間，與整體持續效果量呈顯著關係。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

未來研究與課程教學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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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54 quantitative 

group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2001 and 2020, exploring three key questions: What is the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creating factors in practical settings? How do these 
factors relate to group effectiveness? Do group-creating factors such a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group structure, members and leaders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change effec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research topics are diverse, with self-related issues being the most 
common. Groups typically consist of 8-12 members, meet once a week, for a total of 5-8 
sessions and 16 hours, with cognitive, action-oriented, or goal-oriented approaches preferred. 
Most members are adults, over half are normal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the majority are 
mixed-gender groups, led by school teachers, counselors, or graduate students. Both 
immediate and sustained effect siz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moderate, indicating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behavior of group members. Furthermore, member 
sex, age, and group topic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 with immediate effect size, whil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member age, group topics, and total hour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 with sustained 
effect siz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group design and practice, offering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grou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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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以下簡稱團體）是諮商心理師高考應試科目之一，

應考人在取得碩士學位前須完成至少三學分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課程（以下統

稱團體課程）始具備報考資格，因此團體課程的教與學皆須審慎以待。在臺灣，許

多場域專業人員常使用團體作為促進人們心理健康的方法（如王金永等人，2024；

彭秀玲，2021）；而國外大量效果研究（outcome study）的結果已一致發現，團體

是一種高效能治療形式（如 Rosendahl et al., 2021; Yalom & Leszcz, 2020）。是以，

在培育諮商心理師人才的大學系所裡，有系統地教導包含小團體心理治療理論、團

體動力、小團體領導技巧，及如何應用於各種場域的團體技術等內容的團體諮商與

心理治療課程（Ohrt et al., 2016; Smaby et al., 1999）實不可或缺。此外，美國團體

工作專家協會（Association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ASGW）指出，團體領導

者的培訓應理論與實務兼具（ASGW Board, 2021），以訓練學生具備設計與帶領

團體的能力進而產生療效。為了協助學生熟悉團體理論並能應用於實務場域，團體

課程授課教師多半會要求修課學生規劃團體方案，並利用課餘時間帶領一個真實的

團體（沈慶鴻等人，2022；Corey, 2016）。Hahn等人（2022）研究發現，在就讀

研究所階段接受團體治療的訓練、透過完成帶領團體來學習，或在學習過程中有督

導的幫助與回饋是未來成為團體治療專家（experts）的重要因素。

不同於個別諮商，團體在實施時包含「創建」（create）和「帶領」兩個不同

卻又相互影響的階段。Corey等人（2018）強調，努力於創建團體是團體成功的重

要因素之一，Kealy與 Kongerslev（2022）亦指出運用明確的理論與策略，及清楚

界定的團體架構（如團體治療持續的時間、成員資格等），有助於降低團體帶來的

挑戰。因此領導者在帶領團體前用心考慮創建團體的要素、發展團體方案並做好事

前準備十分重要，然而在實務訓練與學習上卻不容易（傅春梅等人，2021）。當研

究者於團體課程裡，逐步引領學生撰寫團體方案、學習創建團體的過程中，學生經

常詢問：「團體一定要招募到六位成員嗎？五位可以嗎？」「一定要每週一次嗎？」

「一定要進行八週這麼久嗎？合作機構說這樣會招不到成員，可以改成密集式團體

形式嗎？」「目前報名者都是女生，如果團體只有女生可以嗎？」等等問題。教科

書多提供團體創建、帶領或動力的原則、方法與基礎知識，但如前述實務操作上常

見的問題，教科書並沒有根據不同實務狀況提供明確答案。當師生在課堂裡討論前

述實務上問題時，只有少數幾篇綜整性研究，或只能倚賴授課教師於實務上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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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學參考，實為當前團體教學文獻之缺口。

此外，Yalom與 Leszcz（2020）曾發出警語：人類所處的環境不斷出現新的臨

床症狀、處境或場域，因此團體治療須持續不斷地調整與因應，以反映臨床實務的

變化，然而當前團體治療師的專業訓練，卻無法跟上實務上廣泛應用的腳步。研究

者長期教授團體課程的經驗亦發現，為因應國考，以教科書為主的授課方式也出現

類似的困境：教科書主要提供基本原則與方法，以培訓學生具備創建團體與帶領、

熟悉團體動力、瞭解特定團體相關議題等知能。但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社會環境丕變

或身心健康上的挑戰，某些團體主題或設計是否更符合或不符合當前社會的需求？

師生們的經驗是否能完整描述整個大環境的現象？是以，當學校偏重教導教科書裡

經典的知識與方法，卻希望學生能自行變化與運用於多變的社會，結果可能是「不

斷嘗試錯誤」的實踐經驗，此為團體課程教與學之困境。

Liu與 Pásztor（2022）指出，若能透過精心設計與規劃的文獻回顧和後設分析

方法，將有助於呈現團體研究現象的概述，並發現影響團體效果的因素。因此，本

研究將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方法分析當前團體效果研究的內涵，以回答

本研究三個研究問題：（一）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為何？（二）

團體是否有效？（三）理論取徑、團體結構、成員及領導者等團體創建因素是否帶

來改變效果？期待本研究發現能作為團體課程教學之參考，進而落實教學內容與實

務接軌，提升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貳、文獻探討

以下將先討論系統性文獻回顧及後設分析法於本研究之適用性，之後探究創

建團體要素之具體內涵及相關研究發現，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一、心理治療效果、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法

最早美國心理治療效果的研究起源於實務界與培訓機構間之衝突。20世紀中

葉 H. J. Eysenck與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臨床心理學

家培訓委員會展開筆戰，爭論傳統心理治療單以治療者陳述病人「已經復原、改善

很多、有改善，或沒有改善」作為治療效果之標準過於主觀且模糊，他主張臨床學

家的培訓應以科學化證據與系統性訓練為基礎（Eysenck, 1952）。為此 Eysenck開

始以年度沒有接受心理治療但痊癒出院的精神官能症病人作為控制組，建立自發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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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率基準線後，回顧與計算 24篇已發表心理治療效果研究之結果，於 1952年發表

“The Effects of Psychotherapy: An Evaluation”並指出：研究結果發現無法證明心

理治療有助於精神官能症病人病情改善或痊癒出院；即使未接受心理治療，在一般

醫療照顧下病情仍能改善或痊癒出院（Eysenck, 1952）。1965年 Eysenck再度計算

六篇效果研究並指出：無論接受心理治療與否，75%精神官能症患者皆會逐漸好

轉（Eysenck, 1965）。為了回應 Eysenck的心理治療無效論，Smith與 Class（1977）

計算 375篇效果研究後發現：平均而言，心理治療對於結果變項，如害怕—焦慮

的減低、自尊、調適、學校成就等，具有中度以上的效果量，且 75%接受治療的

病人優於未接受治療者。Eysenck及 Smith等人研究影響專業培訓者開始關注培訓

的內涵如何帶來實務上應用之效果，亦引領學術界開始使用後設分析研究法

（Lipsey & Wilson, 1993）。

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與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為摘要、

歸納、與量化某一研究主題之相關研究結果的主要研究方法。系統性文獻回顧主要

透過嚴謹、系統性與可重複性的科學過程，針對特定主題的文獻，進行全面性檢

索、篩選與評估、綜合與分析，最後總結與概述此特定主題的當前知識（Crowther 

et al., 2010; Mengist et al., 2020; Newman & Gough, 2020）。而後設分析則採取量化

方式，組織、複合特定主題的相關實徵研究結果（Erford et al., 2010; Lipsey & 

Wilson, 2001; Whiston & Li, 2011），以瞭解專業領域的研究現況、發現與紀錄專業

的介入效果，進而服務政府機關、立法者、社區委員會或學校培訓人員等（Whiston 

& Li, 2011）。具體而言，後設分析是嚴謹的方法學，不僅允許研究者計算單一研

究結果的效果量與複合大量研究結果的加權效果量，同時亦採用統計模型以評估整

體效果量的變異量與研究特徵的關係，如樣本特徵、治療者特徵、與治療情境等

（Erford et al., 2010; Lipsey & Wilson, 2001）。Quintana與Minami（2006）指出相

較於單一研究，後設分析研究具有較高的統計考驗力與外部效度，可解決單一研究

無法處理的研究問題，因此後設分析被公認為一種可信賴的、用來估計心理治療效

果之極佳方法（Lambert, 2013）。在諮商心理學的科學發展上，後設分析法已成為

重要且強而有力的工具（Quintana & Minami, 2006）。

二、創建團體的要素與國外後設分析研究發現

創建團體通常由領導者主動發起，因此教科書多提醒，創建團體時須審慎思

考一些因素並做出決定，如團體規模、團體持續時間、聚會頻率、每次聚會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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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等，以建立治療結構（如 Yalom & Leszcz, 2020），進而提升治療效果。一旦

做出決定，領導者將團體創建要素寫入團體方案內，作為團體形成及之後帶領的指

引。事實上，創建一個團體要考慮的範圍很廣，Burlingame等人（2013）於統整文

獻後指出，創建團體時須至少考慮理論取徑、團體結構、成員及領導者因素等層

面，以確保團體效果。以下根據 Burlingame等人（2013）的架構進行文獻探討，

以建立本研究團體創建要素之架構與類別：

（一）理論取徑

治療理論是心理治療的根本，團體亦有說明團體改變機制之理論（theory）或

取徑（approach），如與個別心理治療理論重疊的心理動力、人際、認知行為或人

本等，亦包括支持、技巧訓練或心理教育團體等（Burlingame et al., 2013）。不同

理論取徑引導團體可能聚焦於改變成員的想法、感覺及行為，以達到治療的目標；

或幫助成員增加對所遭遇問題的覺察或學習特定的因應技巧，以達成教育之目的

（Corey, 2016）。

欲將理論取徑進行分類，是團體創建要素中最複雜與最具挑戰的部分。Corey

等人（2018）曾根據有些領導者聚焦於協助成員表達情緒、有些聚焦於領悟以增加

自我覺察、有些強調練習新行為以發展新行動計畫或檢視對自己與世界的看法，或

以領導者著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不同的時間架構為工作主軸，將 14個心理治療

學派分成四大類：心理動力取徑（含精神分析、阿德勒治療）、經驗及關係導向取

徑（含存在主義、個人中心、完形治療、心理劇）、認知行為取徑（含行為治療、

認知治療、理性情緒行為治療、現實治療），及後現代取徑（含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敘事治療、動機式晤談、女性主義治療）。Corey等人在分類後接著說明：即使根

據關鍵概念與技術將理論進行分類，這樣的分類仍是武斷的，因為理論間重疊的概

念和主題很難乾淨地將其劃分至各類別（Corey et al., 2018）。

其他重要教科書作者，如寇西尼與魏丁（1995／ 2000）認為所有心理治療都

試圖改變人們的：（1）認知：直接透過經驗或間接透過符號引導，帶來思考上的

不同，如阿德勒治療；（2）情感：透過做些事來提高個體的情緒狀態，導致不同

的感受，如心理劇；（3）行為：透過行動學習以帶來行為的不同，如認知治療。

Kottler與 Shepard（2015）則將諮商方法分成兩類：（1）領悟導向取徑：含個人

中心、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完形、敘事、阿德勒、女性主義諮商；（2）行動導

向取徑：含行為、認知行為及理情行為治療、焦點解決、多元模式、現實治療。兩

位作者亦說明這樣的區分有其方便性，但所有理論幾乎無法清楚地劃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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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觀點可發現，欲將理論取徑乾淨地進行分類相當困難，即使如著作

豐富 Corey及其同儕，在不同版本教科書亦出現不同分類方式（如 Corey等人，

2014，2018）。本研究嘗試歸納統整上述教科書的分類觀點，將傳統治療理論分為

兩大類以合理納入多數的理論：（1）認知、行動或目標導向：聚焦於挑戰成員的

想法或思考過程、重視行為的改變、強調訂定計畫，或鼓勵成員朝向想要的目標前

進，如行為治療、認知治療、理性情緒行為治療、現實治療、阿德勒學派、焦點解

決短期諮商等；（2）表達性、經驗或關係導向：重視治療性關係帶來的矯正性情

緒經驗，或聚焦於協助成員辨識與表達情感，如存在主義、個人中心、完形治療、

敘事治療、心理劇等。

事實上，實務上常見的表達性藝術治療、生涯諮商理論並未被納入前述分類

裡。採用各種媒材，進行音樂、舞蹈、戲劇、繪畫等非語言形式表達的藝術治療，

被視為新興治療取徑，而近期研究發現藝術治療在 COVID-19大流行期間，是具有

潛在價值的治療取徑（Liu et al., 2021）。除了上述形式外，格雷汀（2011／

2018）於《創造性藝術治療》一書指出，在諮商中使用創造性藝術常被稱為表達性

藝術治療，遊戲治療亦被歸於此類。特別的是，此類新興治療取徑可能和傳統治療

理論合併使用，或與心理學模式平行使用，因而在治療過程中出現不同工作重點

（利伯曼，2004／ 2013）。然即使有不同工作重點，作為獨特的藝術治療取徑仍

有其跨治療理論之共通目標，如 Liebmann指出藝術治療是個人用來與他人溝通，

表達感受的方法；Payne認為藝術治療廣義的定義為：包含所有以非語言形式溝通

和創作的過程，加上安全信任的環境，協助案主得以體驗與表達強烈情感（利伯

曼，2004／ 2013）。基於此，本研究認為若將藝術治療歸納至表達性、經驗或關

係導向類別，可能比根據其合併使用的治療理論進行分類，更能觀察到運用此類治

療取徑帶來之團體效果。

另一個類似情形是生涯諮商理論。20世紀初於美國蓬勃發展的生涯輔導運動，

在 1940年代諮商心理學興起時遭遇重大衝擊，愈來愈多專家視生涯輔導模式過於

機械化而放棄之，轉而改用心理治療協助案主瞭解自我進而實現自我（浪克，1997

／ 2004）。然而生涯諮商除了採用心理治療技術以改變案主與生涯發展有關之認

知、情緒、態度和行為外（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員尚須具備生涯發展理論、

工作發展理論等知識（浪克，1997／ 2004）。E. L. Tolbert指出生涯團體應滿足三

個基本假設：（1）生涯規劃與生涯決定須討論職業資訊；（2）生涯規劃與生涯決

定須有與自我相關之資訊；（3）團體過程中須探索個人的生命意義及檢核自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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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部分（金樹人，2011）。由此可知，生涯發展理論、生涯資訊、生涯決定策略

與規劃於生涯團體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若不根據其合併使用的心理治療理論進行分

類，而是單獨使用一個特定類別，應更有助於觀察生涯團體帶來之效果。

新近吳秀碧（2023）指出由多個理論建構的複合模式，已成為團體理論建構

的新趨勢。此趨勢起因於學者們不滿意團體常使用治療個人的理論觀點，去詮釋和

處遇由多人組成的情境，因此主要立基於 Sullivan人際治療理論、Adler人際心理

學、客體關係理論、家族治療理論和 Yalom「社會縮影理論」的複合模式逐漸受到

重視。實務上，確實常見團體設計融合兩個或多個理論取徑，以協助成員解決複雜

的生活課題。

綜整上述觀點，本研究認為理論取徑可分成四大方向：（1）認知、行動或目

標導向、（2）表達性、經驗或關係導向、（3）生涯諮商理論，及（4）包含兩個

或以上理論取徑的複合導向等。回顧國外關於理論取徑之後設分析研究，Janis等

人（2021）研究發現：與控制組相比，認知行為治療（以下稱 CBT）效果大；Liu

等人（2017）研究有類似發現。McDermut等人（2001）發現 CBT優於心理動力

學派或人際關係理論。Burlingame等人（2003）發現行為治療優於折衷取向。然而

McRoberts等人（1998）卻發現：不同治療理論如 CBT、行為、心理動力或折衷取

向，在團體效果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然國外團體採用何種理論取徑較為有效至今尚

無定論。

（二）團體結構

團體結構的考量重點有團體的規模（成員人數）、劑量（團體總次數、每次

聚會的時間長度）與強度（一週／月一次或密集式團體）等。以下分別討論之：

1. 團體的規模

「一個團體應招募多少位成員最適當？」這個問題常因成員年齡或特質、團

體主題或領導者人數不同而難有定論。Corey等人（2018）認為一位領導者適合帶

領 8位成人、6~8位青少年、3或 4位小學生；若為發展性班級輔導可多達 20~30

名兒童。徐西森（2011）指出諮商或心理治療團體理想人數約 4~12人，支持或成

長團體約 8~16人，團體輔導課程可達 20~35位學生。吳秀碧（2023）在文獻整理

後指出，為了促進彼此互動，成員以 8~10人以下最合適，10人以上的團體容易出

現兩個次團體；成員數不宜少於 4人；多數學者建議成人團體約為 5~12人，兒童

約為 3~5人最適當（吳秀碧，2023）。綜合上述觀點可知，8人是多數學者認為適

合的成員數，至多可至 10或 12人；考慮成員年齡可減少為 3~5人（兒童）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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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青少年）；若為發展性班級輔導可達 20人以上。是以，本研究參考教科書觀

點將團體規模分成 4~7、8~12、13~20、21人及以上等四類。

2. 劑量與強度

團體每次聚會的時間長度或頻率的安排，亦因團體類型、領導者經驗、成員

年紀或心理功能而有所不同（Corey, 2016; Corey et al., 2018）。傳統上多數團體都

是一週聚會一次，功能良好的成人每週聚會時間通常為兩小時，門診病人為 90分

鐘（Corey, 2016）。考量兒童青少年或心理功能較弱成員注意力持續的時間，學童

每次聚會時間最好配合上課時間且一週多次；住院病人則可安排每天聚會，每次

45分鐘（Corey et al., 2018）。

另關於團體總次數，亦因成員、團體類型及機構要求而有所不同。Corey等人

（2018）指出，美國大學及高中團體多進行 15週，這樣的時間夠長足以發展信任

關係及促成行為改變，而國中小團體多進行 6~8週。有些心理治療團體可能持續

12~20週，或 30~50週，有些甚至超過一年（Corey, 2016）。吳秀碧（2023）提醒

團體總次數不宜過短，若能聚會 12次，甚至 12次以上，有助於發展凝聚力，進而

產生較好的療效。此外，常態性、週間進行的團體，如諮商或輔導團體，大約每次

進行 1~3小時，連續 8~10週，每週 1~2次（徐西森，2011）。沈慶鴻等人（2022）

指出國內團體以進行 6~8次最為常見；近年來領導者常為了吸引成員參加，將團體

聚會時間集中安排而形成密集式團體（一天 6~8小時，進行 2~4天），即 Stoller

（1968）所稱“intensive group”：固定以一或兩小時為一節、持續一天或多天連

續節數的團體。此類團體著重於人們在幾天內坐在一起，持續投入在一個密集、有

意義的互動裡，可加速人們獲得可記憶的經驗，進而帶來重要且持久性的改變，達

成個人的目標（Stoller, 1968）。事實上 Corey等人（2014）曾提及，其同事在帶

領 16週團體過程中，常會安排一個整天的聚會，以加速提升團體凝聚力。Yalom

與Leszcz（2020）的研究亦發現，於團體進行一段時間後安排一個整天的團體聚會，

有助於提升團體接下來聚會的凝聚力。

綜合上述觀點可知，成員的心理能力、團體類型、領導者或機構因素將影響

每次聚會的時間長度與聚會的頻率，而每次聚會時間與聚會頻率也會相互影響，因

此團體在聚會時間長短與頻率強度的變異相當大。整體而言，較多學者提到總次數

為 8週，若以一週聚會一次來估算（且未遇到例假日），團體將持續兩個月；亦有

學者主張不少於 12週（即團體持續進行三個月），以產生更好的療效，如心理治

療團體多持續 12週以上。另有集中幾天內以連續節數進行的密集性團體。綜整上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二十卷第四期）102

述教科書觀點，同時根據國內實務上應用的情形，本研究將團體總次（／週）數分

為（密集性團體）天數、5次（／週）以下、6~8、9~12、13次（／週）以上等類別。

回顧國外後設文析文獻，Burlingame等人（2003）研究發現團體規模或劑量，

與成員的進步沒有顯著相關。McRoberts等人（1998）發現，成員參加團體總次數

為 10次或更少時，成員覺得團體效果更好。Liu等人（2017）檢驗從最少 6.6至

116小時之團體總時數，均能顯著降低網路成癮分數。但新近 Alldredge（2022）後

設分析結果卻是成員參加團體次數愈多，效果量愈大。整體而言，國外關於團體規

模或劑量、強度的研究尚未有一致性發現。

（三）成員因素

成員因素主要包含成員本身的問題類型及嚴重程度、成員的性別、年齡等。

McDermut等人（2001）後設分析結果顯示：相較於對照組，團體有助於改善憂鬱、

焦慮症狀；Janis等人（2021）亦得到類似結果。Alldredge（2022）發現團體不僅

能減緩疼痛的強度與頻率，連帶改善了成員的憂鬱、焦慮症狀；另外，全女性團體

之效果顯著大於性別混合團體。然 Burlingame等人（2003）有不同發現：男女性

別混合團體之效果顯著大於全男性或全女性團體；成員參加同質性團體後進步較

多；團體對藥物濫用、思考障礙或犯罪行為沒有帶來顯著改善效果。Liu等人

（2017）發現：不論是立即或追蹤效果，網路成癮的分數顯著下降；團體成員在強

迫性、憂鬱、焦慮與攻擊性有顯著改變，然在整體嚴重度指標、身體化、社交不安

感、自我效能、恐懼性焦慮、妄想及精神疾病方面沒有顯著性影響；團體對大學生

及國中生帶來明顯助益。國外與成員因素相關之後設分析研究多聚焦於較嚴重精神

疾病問題，並發現團體對於憂鬱或焦慮能帶來效果，至於其他疾病或團體組成性別

等因素的團體效果並未有一致性發現。

（四）領導者因素

主要包含領導者的專業訓練背景（如學歷層級或是否具備專業證照）、經驗

年資、帶領風格等。可能因關於團體領導者應該如何表現的理論數量有限，或是有

些理論團體的領導者角色具有較高結構性與指導性，因此領導者因素是所有創建因

素中較少受到關注與被研究最少者（Burlingame & Jensen, 2017）。目前僅有一篇

Burlingame等人（2003）後設分析研究發現：領導者具博士或碩士學歷，在團體效

果量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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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與團體相關之文獻回顧或後設分析研究

目前臺灣有七篇與團體相關之系統性文獻回顧或後設分析研究。最早為陳若

璋與李瑞玲（1987）採用描述性回顧研究以探討 1972至 1986年間國內團體研究的

現況，發現團體已被廣泛地應用至不同層面，如自我概念、偏差行為及症狀、情緒

與社會焦慮等；整體而論，團體對於成員具有正向影響的傾向。陳秉華與王麗斐

（1990）系統性回顧過去 30年有關輔導介入策略與效果的研究，發現團體對兒童

與青少年之認知與行為具有正向效果。蔡明富與林幸台（1999）採用量化後設分析

法探討認知行為取向方案對攻擊傾向學生的介入效果，發現團體在成員的認知、行

為、人際等方面具有正向輔導效果。本世紀初三篇關於兒童、青少年團體之後設分

析研究，發現團體對於：兒童問題的處遇（張高賓、戴嘉南，2005）、青少年的生

涯議題（黃瑛琪等人，2005）、兒童與青少年的人際關係（劉仿桂，2010），皆具

有中度至低度的立即與持續效果。另許智傑等人（2014）針對 2001至 2012年間團

體諮商研究的研究題材與研究方法進行描述性的整理與歸納：在研究題材方面發

現，以團體成員為研究對象居多，且多數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研究主題以團體成

員適應相關議題占多數。

上述國內研究之回顧可發現，2013至 2020年團體相關之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

研究尚付之闕如；亦尚未有文獻探討自心理師法頒布之後，具證照之團體領導者帶

領團體之效果。另上述部分研究在方法學有其限制之處：如在計算整體效果量時，

未考量樣本數的影響；採用單一研究中的多重效果量，違反樣本獨立性的假設；或

未說明採用隨機或固定效果模型：本研究觀察研究採用之計算方式，推論多數研究

應採用固定效果，而固定效果之研究結果僅能推論至所收錄之研究樣本（Quintana 

& Minami, 2006）。此外，當前亦缺乏團體創建因素應用於團體實務場域之後設分

析研究，可作為團體課程教學之參考。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

分析法分析已發表之量化團體研究，以探究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

況、團體效果及團體創建因素與團體效果量之關係，填補當前團體文獻之缺口，並

作為團體課程教學之參考資料。是以，本研究之待答問題為：（1）團體創建因素

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為何？（2）團體是否有效？（3）理論取徑、團體結構、

成員及領導者等團體創建因素是否帶來改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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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由於諮商、輔導、治療團體在實際運作或研究發表上，多未呈現清楚的專業

界線。為了盡可能涵納更多期刊論文樣本，本研究以「團體諮商」、「團體領導

者」、「諮商團體」、「團體效果」、「團體輔導」、「諮詢團體」、「治療團體」、

「輔導效果」、「團體方案」為關鍵字，分別在「華藝線上圖書館」與「國家圖書

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兩個資料庫搜尋從 2001年 1月至 2020年 8月發表之研

究，共檢索出 3,019篇研究。為使蒐集的樣本資料能夠符合本研究目的，納入分析

的研究資料須符合四項標準：（1）需實際進行諮商或輔導團體；（2）需採取量化

研究典範與實徵資料分析，並提供足夠訊息（如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樣本數、平均

數、標準差等）以計算效果量，以及後續的後設迴歸分析（meta-regression 

analysis）；（3）需有實驗組與控制組，並採用個體隨機分派、群體隨機分派、等

組分派、或通過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背景變項的同質性檢驗等，以盡可能減低後續計

算效果量的偏誤；（4）期刊必須具有審查機制，以確保納入後設分析中的研究具

有一定程度的品質。

在篩選論文的程序上，兩位研究者先各自閱讀並做出初步的評估，隨後針對

不一致的決策進行討論，直至達成共識。經過反覆討論後，共篩選出 54篇論文符

合此四項標準，納入後續分析。另依據此 54篇研究論文的參考文獻再次進行搜尋，

沒有發現新的文獻符合上述標準，文獻搜尋與篩選程序如圖 1。

二、出版偏誤

本研究樣本資料選自於已出版的期刊論文。先前研究指出，出版的論文可能

系統性不同於未出版的論文，如具有統計顯著性的結果較易被發表（Stern & Simes, 

1997）；或一般而言，已出版論文的效果量大於未出版論文（Lipsey & Wilson, 

1993）。上述偏差被稱為出版偏誤（publication bias），對於後設分析的效度有不

良的影響（Cooper et al., 2009）。Cooper等人（2009）進一步說明任何依據與引用

先前文獻之結論的研究亦會受其影響，因此出版偏誤同時是執行、傳播與解釋個別

研究的基礎問題。而藉由後設分析，至少可以確認與估計出版偏誤的效果。本研究

採用漏斗圖（funnel plot）與失效安全樣本數（fail-safe N）（Rosenthal, 1991）以

評估研究結果受出版偏誤影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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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文獻搜尋與篩選程序

華藝線上圖書館

（1,670篇）

閱讀其研究摘要，進一步排除與研究

主題無關、非量化、課堂式教導、以

及整合分析的期刊 1,920篇。

排除重複論文

949篇

詳閱餘下的 149篇研究論文，排除單
組實驗設計 57篇、資料不足以計算效
果量 31篇、未提供論文審查機制訊息

6篇、編織師為團體帶領者 1篇。

54篇論文符合納入分析的條件。

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

索引系統

（1,349篇）

三、分析策略與程序

在系統性回顧分析方面，兩位研究者先分別閱讀此 54篇論文，獨立完成每篇

論文之重要研究特徵的確認，並進行編碼（詳細訊息請見文獻編碼部分）。隨後針

對不一致的編碼結果進行反覆討論，直到達成一致性的共識。接著依據研究特徵與

編碼計算次數表（frequency table），以探討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之應用

情形。

有別於系統性回顧分析，後設分析的優點在於使用量化分析以整合、評估跨

研究的效果量，同時可檢驗整體效果量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並採用統計模

型以分析哪些研究特徵變項會影響此異質性，可用以評估整合的團體效果量，並檢

驗創建因素與團體效果量之間的關係。相關分析程序分述如下。

（一）個別研究之效果量的計算

在計算每一篇研究之團體的效果量上，標準化平均數差異（standardized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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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的效果量 d為常見方法，然 Hedges（1981）發現此法在樣本數小時，

容易造成效果量的高估偏差，因而提出一個簡單的修正式 g及其標準誤 SEɡ：

     （1）

       （2）

n1和 n2分別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樣本數，Ῡ1和 Ῡ2分別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樣

本平均數，S1
2 和 S2

2分別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變異數。本研究採用 Hedges所提出的

修正式以計算個別研究的效果量及其標準誤，並進行後續的分析。

根據公式（1），效果量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平均數差異，其計算結果可能會

產生負值，推論其原因，大致可歸納為兩類：（1）團體介入沒有效果，或實驗組

的外顯行為或內在心理狀態的表現差於控制組，（2）團體介入減弱或降低實驗組

的不良或不適應行為，如網路成癮行為、憂鬱感等。若負的效果量是源於第 2類型，

本研究將調整此負的效果量至正值，以保持整體效果量的方向一致性，藉此增加後

設分析結果的可解釋性。意即正的效果量表示團體對於實驗組有正向效果，可改善

或提升實驗組正向或適應性的外顯行為或內在心理狀態的表現；而負的效果量表示

團體對於實驗組有負向效果，會降低或減弱實驗組正向或適應性的外顯行為或內在

心理狀態。另一方面，若負的效果量是源自於第一類型，則維持原數值。

在計算效果量時，樣本資料相依性為後設分析常見的問題，意即同時納入單

一研究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效果量至後續分析，容易造成估計標準誤的偏差估計。

為了避免此問題，本研究採用 Lipsey與Wilson（2001）所指出的分析策略：1.平

均單一研究中，測量同一構念的所有效果量，或 2.挑選一個與研究目的最有相關

的效果量。

（二）整合效果量的計算

Field與 Gillet（2010）建議隨機效果法在社會科學資料上應為常態。本研究期

望將後設分析結果類推至母群體（Hedges & Vevea, 1998; Quintana & Minami, 2006; 

Whiston & Li, 2011），同時考量樣本資料來源在團體應用層面的廣泛性，及實驗設

計的多樣性，我們預期計算自不同研究的效果量具有異質性，因而採用隨機效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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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計算跨研究之加權平均效果量 及其變異數 ：

                （3）

                                                                                                     （4）

θ為平均母群效果量，σ
θ
2   為母群效果量θi在平均母群效果量的隨機變異量，vi為

效果量 ɡ
i的的的條件變異數（Cooper et al., 2009）。

本研究依據 Cooper 等人（2009）之建議，採用同質性統計檢定量 Q

（homogeneity test statistic）與不一致性指數（inconsistency index, I 2）（Higgins et 

al., 2003）評估納入分析之效果量的分配同質性。Q直接針對這些效果量進行同質

性檢定，是一個自由度為 k-1的卡方分配，k是效果量的個數。Q達顯著水準表示

這些效果量的變異性大於抽樣誤差，意即納入分析的效果量並非來自相同的母群。

換言之，這些變異性除了來自於抽樣誤差，同時亦可能與不同的研究特徵有關

（Lipsey & Wilson, 2001）。描述性統計量 I 2 表徵實驗介入占整體效果量的變異比

率，I 2為25%、50%、75%，分別代表整體效果量的低度、中度、高度異質性（Higgins 

& Thompson, 2002）。當 Q達顯著水準與 I 2 大於 75%時，表示整體效果量具有高

度跨研究的異質性。

四、文獻編碼

依據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文獻探討結果、先前國內研究（許智傑等人，2014；

張高賓、戴嘉南，2005；劉仿桂，2010）之編碼方式，與本研究所收錄之期刊論文

的研究特徵，進行編碼。共得 11個與團體創建相關之研究特徵變項，共歸納為三

大類別，分述如下：

第一大類為理論取徑與團體介入層面，包含兩個子層面。理論取徑層面主要

分為五類：（1）認知、行動或目標導向，包含 CBT、阿德勒學派、現實治療、焦

點解決短期諮商、EQUIP等；（2）表達性、經驗或關係導向，包含音樂、舞蹈、

戲劇、遊戲治療、完形治療、懷舊治療等；（3）複合導向，研究未明指採用特定

理論取徑，但在方案設計上依團體目標採用一個以上的理論觀點；（4）生涯諮商

理論；（5）特殊理論取徑，出現次數低於兩次且未被列於前四類理論取徑層面內，

包含希望諮商、冒險治療、親職教育、寬恕諮商、動機式晤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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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團體介入層面，依團體目標或測量問題變項之理論概念或相似性，共

分成八類：（1）情緒議題，包含憂鬱、焦慮、敵意或正向心情等；（2）自我議題，

包含內外控信念、內省、自尊、害羞、寬恕態度、身體欣賞等；（3）人際議題，

包含人際互動、人際衝突、同儕互動關係、同儕接納度、社交技巧、被害同理心等；

（4）生活適應議題，包含生活調適、生活滿意、內化行為問題、身心症狀抱怨、

學校生活等；（5）學習相關議題，包含學習成效、學業成就、創造力等；（6）生

涯議題，包含生涯規劃、生涯自我效能、工作投入等；（7）偏差行為，包含藥物

濫用、網路成癮；（8）其他，未能歸納至上述類別之介入變項，包含教養方式、

身體活力。

第二大類為成員與領導者特徵，包含四個子層面：（一）成員性別編碼為（1）

全男性、（2）全女性、（3）男女混合。（二）成員年齡編碼為（1）國小、（2）

國中、（3）高中、（4）大學、（5）成人（不含大學生）、（6）老人。（三）成

員身心特徵包含 4個子類別：（1）無任何身體與心理疾患者、（2）經量表評估篩

選為具不適應傾向者、（3）身心障礙者，具有生理上（如聾啞、學習障礙、失智

症等）或心理上（如思覺失調、憂鬱症等）之診斷者、（4）受刑人，包含一般受

刑人、性侵害犯及藥物濫用受刑人。（四）團體領導者特徵包含三個子類別：（1）

學校教師、輔導人員與專業系所研究生，包含大學教授、學校輔導老師、監獄輔導

人員、護理師、諮商相關系所研究生等；（2）具合格證照之醫事人員，包含諮商

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醫師；（3）其他，未說明領導者身分等。

第三大類為團體結構，包含五個子層面。其一為團體形式，密集式團體編碼

為 0，持續數週的團體編碼為 1。其二為團體總次數：本研究所收錄期刊論文之團

體總次數有 1~2天及 5~24次（╱週）。根據本研究文獻探討結果，應有一組五次

以下的分類，然因只有五次，因此合併至下一組6~8次，共分為四組：（1）1~2（天，

密集式團體）、（2）5~8次、（3）9~12次、（4）13~24次。其三為團體總時數：

本研究收錄之期刊論文團體總時數介於 5~32小時之間，數值越大表示團體介入的

總時數越長。其四為團體規模：本研究收錄期刊論文之團體人數介於 4~49人之間，

主要分成四組：（1）4~7人、（2）8~12人、（3）13~20人、（4）21~49人。若

單一研究中因成員的缺席或流失，出現不同規模的團體人數，將以最大的人數為編

碼依據。其五為追蹤測時間：本研究收錄之期刊論文中有 23篇檢驗團體的持續效

果，其追蹤測的時間從數週至持續一年，本研究以週為單位進行編碼：數字越大，

表示追縱測的時間越長。23篇研究中，部分研究採取一次以上的追蹤測量，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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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測者對於測驗的熟悉效果或疲勞效果的影響，本研究僅採用第一次追蹤測量

的結果。

五、研究特徵變項效果

本研究採用後設迴歸分析，探討效果量的異質性與研究特徵的關係。本研究

以加權效果量為依變項，研究特徵為預測變項，包含一個連續變項（追蹤測時間）

與九個類別變項（理論取徑、團體形式、團體總次數、團體總時數、團體規模、介

入主題、成員性別、成員年齡、成員身心特徵、領導者特徵）。分析程序上，先對

上述之九個類別變項進行虛擬編碼（dummy coding），隨後根據研究特徵的三大類

別（團體的理論取徑與介入層面、團體成員與領導者特徵、團體結構）依序納入後

設迴歸模型中，以挑選出統計上達顯著（p < .05）的預測變項。所有統計分析皆在

R統計軟體的 metafor套件（Viechtbauer, 2010）進行。

肆、結果

本研究欲瞭解自心理師法施行 20年來，團體創建因素應用於實務場域之情形、

團體的有效性為何及團體創建因素與團體效果量之關係，以彌補團體文獻之缺口並

作為團體課程教學之參考。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

法進行量化團體研究結果分析。以下將先說明本研究之整體效果量與出版偏誤分析

結果，之後呈現團體各創建因素之應用情形及團體創建因素與團體效果量之關係。

一、出版偏誤與整體效果量分析

（一）出版偏誤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重方法以檢驗後設分析結果是否會受到出版偏誤的影響

（Quintana & Minami, 2006）。本研究先行繪製漏斗圖與計算失效安全樣本數

（Rosenthal, 1991），以評估本研究結果受出版偏誤影響的程度。由於本研究同時

考量了立即效果與持續效果，因此底下將分別呈現此兩者的出版偏誤分析。立即效

果的漏斗圖如圖 2所示，顯示納入後設分析之研究的效果量呈現對稱性散布，其非

對稱回歸檢驗 z=2.19、p=.028違反對稱性。接著進行失效安全樣本數的計算，結果

顯示立即效果至少需要再有 1,693篇沒有顯著的治療效果的研究，才會改變本研究

後設分析的結果，遠超過 Rosenthal（1979）提出之標準：失效安全樣本數至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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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納入後設分析之研究數目的五倍，即 455=225（篇）。綜合上述結果可發現，

雖然非對稱迴歸檢驗達統計上的顯著效果，然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樣本資料所計算的

z值並未偏離理論的決斷值太多，並且對稱分布的漏斗圖與高失效安全樣本數的分

析結果，顯示立即效果的後設分析結果對於出版偏誤具有強韌性，不易受其影響。

圖 2      圖 3
立即效果的漏斗圖                   持續效果的漏斗圖

持續效果的漏斗圖如圖 3所示，顯示效果量呈現對稱性散布，且其非對稱迴

歸檢驗為 z=1.60、p=.11，未達統計顯著性，未違反對稱性（Egger et al., 1997）。

此外，失效安全樣本數建議至少需再有 449篇沒有顯著的持續治療效果的研究，才

會改變分析結果，遠超過 Rosenthal（1979）所提出的標準 120篇（245）。基於上

述漏斗圖與失效安全樣本數的結果，本研究得以有信心地指出，本研究針對立即與

持續效果的後設分析結果不易受到出版偏誤的影響。

（二）整體效果量分析

本研究所回顧 54篇研究中，40篇研究有立即效果（74%）；另 25篇研究評

估團體持續效果，19篇（76%）發現團體具顯著持續效果。整體而言，約四分之

三的研究有立即或持續性效果，如表 1所示。



111許瑛玿　林立中 運用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教育：臺灣學術資料庫的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

表 1
各篇團體期刊論文之立即與持續顯著效果頻次摘要

立即效果 持續效果

介入層面
有 無 有 無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情緒相關 10 0.83 2 0.17 5 1.00 0 0.00 

自我概念 11 0.73 4 0.27 6 0.60 4 0.40 

人際關係 4 0.57 3 0.43 2 0.67 1 0.33 

生活適應 2 0.50 2 0.50 2 1.00 0 0.00 

學習相關 4 0.67 2 0.33 1 1.00 0 0.00 

生涯相關 4 0.80 1 0.20 1 0.50 1 0.50 

偏差行為 3 1.00 0 0.00 1 1.00 0 0.00 

其他 2 1.00 0 0.00 1 1.00 0 0.00 

整體 40 0.74 14 0.26 19 0.76 6 0.24 

本研究後設分析主要以隨機效果模型計算團體的整體效果量，並執行顯著性

與同質性檢驗。然 54篇研究中，有五篇未提供團體總時數訊息（陳偉任等人，

2008；黃傳永等人，2011；邱獻輝，2013；邱硯雯，2011；許靜宜等人，2017），

視為遺漏值，未納入後設分析中。另偏離值（outliers）會對後設迴歸分析、同質性

檢驗等統計方法造成不良影響（Quintana & Minami, 2006），因此進行偏離值檢驗，

發現四筆偏離值（郭國禎、駱芳美，2013；陳淑梅等人，2016；蔡美香，2016；鄭

榮雙等人，2016），亦予以刪除。最後進行立即性與持續性效果量後設分析之有效

樣本數分別為 45與 23篇（參考文獻列於附錄一）。

1. 立即效果量分析

本研究計算45篇研究之立即效果，發現跨45篇研究之整體立即效果量為0.56，

z=7.49、p<.05，95%信賴區間介於 0.42至 0.71，達統計顯著性，具中度以上效果

量（Cohen, 1988; Lipsey & Wilson, 1993）。此結果顯示，相較於沒有進行團體的控

制組而言，團體介入可以在團體結束時提升或改善實驗組的外顯行為或心理健康。

各篇研究的立即效果量及其 95%信賴區間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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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立即效果森林圖（Forest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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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執行立即效果量之同質性檢定發現：同質性檢定量 Q（44）=79.88，

p<.05，達統計顯著效果，且 I 2=45.41%，表示有 45.41%的效果量變異性是來自於

研究間的差異，顯示橫跨 45篇後設分析研究之效果量的分配具有顯著且接近中度

的異質性。

2. 持續效果量分析

團體持續性效果的檢驗亦得到相同的發現。跨 23篇研究之整體持續效果量為

0.45，z=3.20、p<.05，95%信賴區間介於 0.17至 0.72，達統計顯著性，具中度效

果量（Cohen, 1988; Lipsey & Wilson, 1993）。此結果顯示，相較於控制組而言，團

體效果可以在團體結束後持續 2~54週，各篇研究的效果量及其 95%的信賴區間整

理於圖 5。

另進行同質性檢定，Q（23）=42.98，p<.05，達統計顯著效果，且 I 2 =51.12%，

顯示橫跨 23篇研究之持續效果量的分配具有顯著且接近中度的異質性。

綜上所言，本研究所收錄之團體研究具立即性與持續性效果，且具中度異質

性。接著本研究將呈現團體創建因素應用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並檢驗跨研

究效果量與團體創建因素之關係。

二、團體創建因素應用概況及各因素與團體效果量之關係

（一）團體結構相關發現

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結果可發現（詳如表 2），幾乎所有研究皆採用持續進行

數週的團體形式（51篇，94%），僅三篇研究（6%）採用密集式團體。就團體進

行的總次數來看，近半數研究規劃 5~8次團體（25篇，46%），其次為 9~12次（18

篇，33%），少數研究設計 13~24次（8篇，15%）。此外，團體總時數的多寡差

異大，16小時為最多（9篇，17%）、12小時次之（6篇，11%）。

在團體規模方面，近半數團體召募 8~12人（25篇，46%）為最多，之後為

21~49人（12篇，22%）、13~20人（11篇，20%），而 4~7人最少（6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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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持續效果森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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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篇團體期刊論文之團體結構頻次摘要

團體形式 篇數 百分比 輔導總時數 篇數 百分比

持續數週 51 0.94 3 1 0.02 

密集式 3 0.06 5 1 0.02 

團體總次數 7 1 0.02 

1-2 3 0.06 8 3 0.06 

5-8 25 0.46 9 2 0.04 

9-12 18 0.33 10 2 0.04 

13-24 8 0.15 11 4 0.07 

團體規模（人） 12 6 0.11 

4-7 6 0.11 13 2 0.04 

8-12 25 0.46 14 2 0.04 

13-20 11 0.20 15 2 0.04 

21-49 12 0.22 16 9 0.17 

追蹤時間（週） 17 1 0.02 

2 1 0.04 18 3 0.06 

3 1 0.04 20 2 0.04 

4 13 0.52 22 1 0.02 

6 3 0.12 24 5 0.09 

8 2 0.08 32 2 0.04 

12 2 0.08 未說明 5 0.09 

52 2 0.08 - - -

未說明 1 0.04 - - -

本研究接著針對立即與持續介入之整體效果量進行後設迴歸分析，以探究不

同團體結構設計是否會帶來不同的團體效果，總體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3。在立即效

果方面，模型納入顯著的預測變項後，I 2 下降至 22.76%，顯示後設迴歸模型可解

釋約 22.76%之跨研究效果量的變異性，且效果量之同質性統計檢定量 Q（41）

=50.09，p=.16，未達統計顯著性，表示這些效果皆來自於相同的母群。在持續效

果方面，納入顯著的預測變項後，I 2 下降至 0.00%，後設迴歸模型完全解釋研究效

果量的變異性，同質性統計檢定量 Q（14）=12.46，p > .05，未達統計顯著性，顯

示上述效果皆來自於相同的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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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後設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迴歸係數 標準誤 95% 信賴區間

立即效果

團體介入層面 
（生活適應 =1，其他層面 =0）

-0.97* 0.27 -1.50, -0.44

團體性別 
（全女性團體 =1，其他性別 =0）

  0.50* 0.20 0.11,   0.89

年齡

（國小 =1，其他年齡 =0）
-0.30* 0.15 -0.59, -0.02

持續效果

理論取徑 
（認知、行動或目標導向 =1，其他取向 =0）

-0.62* 0.21 -1.04, -0.20

  （表達性、經驗或關係導向 =1，其他取向 =0）   4.19* 0.85 2.53,   5.85
介入層面 

（自我有關 =1，其他層面 =0）
-0.40* 0.19 -0.76, -0.03

介入層面 
（人際相關 =1，其他層面 =0）

-0.83* 0.32 -1.46, -0.21

介入層面 
（生活適應 =1，其他層面 =0）

-3.38* 0.80 -4.94, -1.82

年齡

（大學 =1，其他年齡 =0）
-4.57* 0.94 -6.42, -2.73

成員特徵

（身心障礙 =1，其他類型 =0）
  2.08* 0.60       0.91,  3.25

團體總時間   0.04* 0.02       0.00,  0.08

註：=p<.05.

在 45篇研究之立即效果的後設迴歸分析發現，團體結構之團體形式、總次數、

總時數及團體規模等變項皆未達顯著效果，因此未納入迴歸模型中。此結果顯示，

不論團體採用每週進行一次或工作坊形式、團體總次數或總時數為何、團體成員可

能多到 49人或少至只有四人，在團體結束時立即效果的測量上沒有顯著差別。另

在 23篇研究之持續效果的後設迴歸分析，團體形式、總次數及團體規模等變項亦

未達顯著效果，顯示團體形式、總次數及團體規模等變項，在團體持續效果測量上

沒有顯著差別。但團體總時數達到顯著（b=0.04, p<.05），顯示團體進行的時間越

長，團體介入的持續效果越佳。

（二）理論取徑相關發現

在理論取徑方面，從表 4可發現，逾三分之一團體採用認知、行動或目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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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下簡稱認知導向，19篇，35%）最多，主要包含認知行為治療、阿德勒學派、

現實治療、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等；其次為表達性、經驗或關係導向（以下簡稱經驗

導向，17篇，32%）亦接近三分之一，主要包含音樂、舞蹈、戲劇、遊戲治療、

完形治療、懷舊治療等；一成五採用一個以上理論觀點的複合模式（8篇，

15%），而生涯諮商理論相對較少（5篇，9%）。 

表 4 
團體理論取徑、介入主題、性別、年齡、身心特徵、領導者次數摘要表

團體理論取徑 篇數 百分比 　 團體成員年齡 篇數 百分比

認知導向 19 0.35 國小 13 0.24

表達性、經驗或關係導向 17 0.32 國中 7 0.13

複合模式 8 0.15 高中 6 0.11

生涯諮商 5 0.09 大學 5 0.09

特殊理論 5 0.09 成人 17 0.31

團體介入主題 　 　 老人 6 0.11

自我議題 15 0.28 團體成員身心特徵 　 　

情緒議題 12 0.22 無任何身體、心理疾患者 29 0.54

人際議題 7 0.13 身心障礙 11 0.20

學習議題 6 0.11 具不適應傾向者 10 0.19

生涯議題 5 0.09 受刑人 4 0.07

生活適應 4 0.07 團體領導者 　 　

偏差行為 3 0.06 學校教師、輔導人員或研究生 31 0.57

其他 2 0.04 諮商、臨床師、精神科醫師 12 0.22

團體成員性別 　 　 其他 11 0.2

混和 42 0.78 - - -

全女 10 0.19 - - -

全男 2 0.04 　 - - -

透過立即與持續效果之後設迴歸分析可發現（見表 3）：在立即效果部分，理

論取徑未達顯著；即不論團體採用哪一種理論取徑，在團體結束時立即效果的測量

上沒有顯著差異存在。在持續效果部分，理論取徑效果量達顯著，因此納入迴歸模

型中，認知導向（b=-.62, p<.05）的持續效果顯著低於其他理論取徑；而經驗導向

（b=4.19, p<.05）顯著高於其他。此結果顯示，相較於其他理論取徑，認知導向持

續性效果明顯較低，但經驗導向持續性效果明顯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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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員因素相關發現

創建團體時，除了團體結構與理論取徑因素外，考慮成員的組成因素，含成

員本身的問題類型及嚴重程度、性別、年齡等因素，相當重要因其可能影響成效。

由於成員的問題類型非常多樣，團體實務上多採用較大概念的「介入主題」以涵蓋

成員個人的問題或所關心的議題，並作為團體目標與測量變項。因此以下將從介入

主題、成員身心特徵、性別與年齡等部分呈現研究結果：

1.介入主題

團體研究之介入主題相當多元，以自我相關議題為最多，逾四分之一（15篇，

28%）；其次為情緒相關議題（12篇，22%）；之後為人際、學習相關議題，各占

13%、11%；而生涯相關、生活適應、偏差行為及其他等議題較為少數，皆不到一成。

詳細內容請參見表 4。

進行立即與持續效果後設迴歸分析發現（見表 3），生活適應議題之立即效

果顯著低於其他介入主題（b=-.97, p<.05）；而自我（b=-.40, p<.05）、人際（b=-

.83, p<.05）、及生活適應（b=-3.38, p<.05）等相關議題之持續效果顯著較低。

2.性別、年齡、身心特徵

從表 4可發現，在團體成員性別上，將近八成研究採用男女混和的團體設計

（42篇，78%），近兩成為全女性團體（10篇，19%），只有 2篇為全男性團體

（4%）。在年齡上，最多為成人團體（17篇，31%），其次為國小（13篇，

24%）、國中（7篇，13%）、高中及老人（6篇，11%），最少為大學（5篇，9%）

不到一成。在團體成員身心特徵上，超過五成團體召募無任何身體或心理疾患的成

員（29篇，54%），其次為身心障礙（11篇，20%）、具不適應傾向（10篇，

19%），最少為受刑人（4篇，7%）。

在立即效果上（見表 3），全女性團體的介入效果顯著高於其他性別團體

（b=.50, p<.05），國小團體顯著低於其他年齡層（b=-.30, p<.05）。在持續效果上

（見表 3），大學生團體持續效果顯著低於其他（b=-4.57, p<.05）、身心障礙團體

持續效果顯著高於其他（b=2.08, p<.05）。

（四）領導者因素相關發現

從表 4可發現，在領導者因素上，近六成團體以學校教師、輔導人員或諮商

相關系所研究生擔任領導者（31篇，57%），由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

科醫師帶領之團體只有 12篇（22%）；而其他，含未說明領導者身分，高達五分

之一（11篇，20%）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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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立即與持續效果之後設迴歸分析發現，領導者因素皆未達顯著（見表 3）。

換言之，不論團體領導者是何種身分，在團體立即效果或追蹤效果的測量上，沒有

顯著差異存在。

伍、綜合討論

一、 數十年來臺灣盛行與自我相關之主題，團體有機會協助人們提升
心理健康

本研究發現，逾四分之一團體主題與自我相關為最大宗，此發現接近陳若璋

與李瑞玲（1987）、許智傑等人（2014）之研究結果。由於陳若璋等人（1987）回

顧的年代遠從 1972年開始，顯示數十年來與自我相關的團體主題一直受到歡迎，

或許教師可鼓勵新手領導者從此類主題開始入門。另此結果和國外團體主題多聚焦

於精神疾病問題（如 Alldredge, 2022）非常不一樣，本研究推測此可能是文化差異

造成的結果，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究。

此外，本研究發現，團體結束時之立即與持續效果量皆達統計顯著水準，且

皆具有中度左右正向效益，此發現與先前團體後設分析研究結果相似（張高賓、戴

嘉南，2005；黃瑛琪等人，2005；劉仿桂，2010），顯示臺灣逾 20年來採用團體

作為專業介入形式，可能有助於提升成員的心理健康，且團體效果可能持續數週甚

至 1年之久。此發現亦呼應亞洲地區團體後設分析研究結果（如 Liu et al., 2017）

或國外新近研究結果（如 Alldredge , 2022; Arundell et al., 2021; Barkowski et al., 

2020）。整體而言，臺灣團體專業發展至今漸趨成熟，建議可作為提升人們心理健

康處遇方式之一。 

二、 團體理論取徑偏重認知、行動或目標導向，表達性、經驗或關係
導向持續效果較佳

本研究高達 35%團體之理論取徑採用認知導向為最多，與許智傑等人

（2014）、黃瑛琪等人（2005）及 Burlingame與 Jensen（2017）研究發現一致；

然 35%比例低於先前國內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推測此差異來自於：本研究有 32%

團體採用經驗導向，而許智傑等人（2014）只有 6%採用此類理論取徑，也許近幾

年來團體領導者對兩類理論取徑的喜愛互有消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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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發現認知導向在持續效果上顯著低於其他理論取徑，而此結果

出人意料之外。19篇認知導向研究中有 10篇 CBT，而 CBT一向被視為療效保證，

如 Rosendahl等人（2021）於「團體心理治療研究的發展」一文指出，近 30年來

大多數後設分析研究都檢視了 CBT及其效果，顯見其在美國運用之普遍且幾乎都

帶來療效。另西方或華人的研究發現多支持 CBT團體的效果大（如 Janis et al., 

2021;Liu et al., 2017）。在眾多有效的研究之外，本研究找到兩篇類似的研究結果：

Tolin（2010）研究發現 CBT在六個月與一年的追蹤測量分數，較其他如心理動力、

人際、支持取向等替代治療方式低，可惜 Tolin未說明造成此結果可能的原因。另

Weisz等人（2006）針對兒童青少年進行憂鬱症個別治療之後設分析研究發現：距

離治療結束時間較近的時間，如結束後 2~3個月，進行追蹤測量，CBT得到相對

較大效果量；然一年或更久之後再進行追蹤測量，基本上已測不出任何治療效果，

此研究指出 CBT運用在兒童青少年的持續效果仍有待考驗。檢視本研究此導向進

行追蹤測研究中，有六篇以中小學學生為對象，在 4~12週的追蹤效果低。除了

CBT外，本研究認知導向尚包含其他理論取徑，也許影響此類理論取徑之追縱效

果。本研究建議教師可鼓勵學生，設計認知導向團體時，能細心考量成員認知發展

階段，進行更細緻的方案內容設計，並同時蒐集短期（1~5個月）、中期（6~12

個月）、長期（一年或更久）之持續效果，以了解認知導向團體之持續性效果及其

影響因素。

相較於 CBT，國外在經驗導向取徑相關研究的數量實微不足道，但相關研究

結果多數支持經驗導向團體是有效的（如 Carr et al., 2021; Slayton et al., 2010）。

Weisz等人（2006）曾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CBT或其他強調認知改變的治療方法

毫無疑問是當代顯學，然而一些「潛力股」，如非認知治療研究，不一定是最流行

的治療方法卻能帶來同樣的療效。因此，想要治療兒童青少年的憂鬱症，不一定得

從改變認知著手。表達性藝術治療團體或經驗團體透過在創造力、想像力或遊戲過

程中的體驗，探索或表達不同的情感、想法，學習自我調節或轉化情緒的方法，發

現個人意義或與人建立關係（Gerge et al., 2019）；亦透過創作藝術作品突破口語

表達的限制，或降低防衛心，進而在分享作品過程中較易流露真實情感（吳庭瑋等

人，2021）。前述改變機轉可能較有助於鞏固學習，導致本研究經驗導向團體之持

續效果量，顯著高於其他理論取徑之現象。研究者反思過往教學經驗裡，確實較多

學生採用認知導向理論取徑設計團體，因其有目標、內容明確且帶領上較簡單之優

點；相較之下，設計與帶領經驗導向團體就較為困難。然根據本研究發現，建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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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於教學中可充實學生關於經驗導向理論之知能，鼓勵學生多嘗試設計此類團體。

三、團體成員以成人最多、國小學童次之，大學生團體較不受青睞

本研究發現近團體成員的年齡，以成人最多（31%）、國小學童次之（24%）。

對照許智傑等人（2014）的研究樣本，若將 15篇成人研究加上 18篇專業人員及部

分特殊族群的研究篇數，以成人為研究對象之篇數亦居各年齡層之冠，國小學童次

之（23%），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團體以成人為研究對象，亦與國外研究（如 Janis 

et al., 2021）趨勢一致。許智傑等人（2014）推論成人團體最多的原因有：相較於

其他年齡層，成人的人數較多較易招募；成人較易以口語溝通，團體帶領過程相對

較容易些；或參與研究及團體的知後同意較易取得等。

另國小學童團體數量僅次於成人，可能與研究者的工作場域多在學校，方便

取樣有關（許智傑等人，2014）。然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童團體的立即介入效果顯

著較其他年齡層低，進一步分析發現：國小團體成員數落在 4-38人範圍內，平均

17.9人，高於成人團體 16.4人、大學生團體 13.8人、老人團體 13.6人、高中生團

體 13.2人、國中生團體 11人，顯然國小團體經常以班級輔導形式進行。事實上，

即使不計入班級輔導人數，本研究高達 62%小學生小團體的成員數超過 12人，平

均小團體人數達 10.5人。基於兒童的短暫注意力之限制，文獻多建議兒童團體人

數不超過 6人，3~5人為佳（如吳秀碧，2023）；劉仿桂（2010）研究亦發現，當

成員數每增加 10人，將減少 0.8效果量，因此成員數過多可能是導致立即介入效

果較低的原因。據此，建議未來規劃國小學童團體時，人數儘可能不超過 6人；若

聚會時間只有 40分鐘時，人數可以更少些，以提升兒童團體之療效。

此外，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團體的篇數最少（9%），也許近 20年大學生是被忽

略的一群，因此建議教師可鼓勵學生多開設大學生團體。另一個發現是，大學生團

體持續介入效果較其他年齡層低。進一步檢視 3篇進行持續性效果的大學生團體研

究（卓紋君、陳宗興，2011；馬心怡等人，2019；莊秉蓉等人，2016）後發現，3

篇團體皆採用經驗導向理論取徑，主題分別為自我概念、內省、憂鬱，成員人數介

於 9~15人之間，團體進行 6或 8次，總時數為 12或 18小時，3、6或 12週的追

縱效果皆達顯著。前述資訊顯示此三個團體設計結構良好，且採用持續效果較佳的

理論取徑，但團體持續介入效果卻較低？ Burlingame等人（2003）曾指出：比較

研究的數量太少，將實質上消除變項在分析時的效果量。而前述團體數量只有 3

篇，因此本研究推測，大學生團體持續性效果較低可能因為研究數量不足帶來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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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另一個可能原因為，大學生團體多以自我概念或憂鬱情緒介入主題為主，此類

主題的改變不容易，因此進行追蹤測時，實驗組一點點或沒有改變即足以造成與對

照組間的顯著差異（如對照組的症狀可能惡化了），然此改變幅度相較於其他年齡

層的研究卻顯著較少，導致持續介入效果較其他年齡層低。

四、全女性團體立即效果較佳，團體總時間越長持續效果越佳

教科書多鼓勵建構包含兩性的團體，因此類團體設計較接近實際的社會情境，

使團體更像是社會縮影，討論時可提供更多選擇，並透過不同性別的觀點增進人際

學習（如吳秀碧，2023；Yalom & Leszcz, 2020）。本研究近八成期刊論文皆採用

男女混和設計，然而涵蓋國中至成人階段全女性團體之立即效果量，卻顯著高於性

別混合或全男性團體。此發現不同於早期研究結果（如 Burlingame et al., 2003），

但與新近 Alldredge（2022）研究結果一致。Alldredge（2022）指出女性參加全女

性團體，相較於參加混合性別團體，更常報導安全感、親密感、同理、誠實等要素，

有助於產生改變的力量。由於近年來學生們在招募團成員時常面臨報名者女多男

少，或沒有男性報名的窘境，本研究發現也許可作為鼓勵學生嘗試全女性團體之參

考依據。

另本研究發現團體總時間愈長，團體持續效果愈佳，與國內過去研究（張高

賓、戴嘉南，2005；劉仿桂，2010；蔡明富、林幸台，1999）、國外新近研究

（Alldredge, 2022; Lo Coco et al., 2022）發現一致，顯然增加團體總時數有利於成

員的學習。此結果亦呼應教科書觀點：團體需要足夠的時間以發展信任關係及凝聚

力，而信任關係與凝聚力正是促成改變、帶來療效之要素（如 Corey et al., 

2018）。Yalom與 Leszcz（2020）採用學習遷移觀點說明前述結果：成員若要能鞏

固在團體裡習得的改變，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將學習帶到團體外重要的人際關係裡，

努力測試新的學習。學習遷移是非常費力且需要一段絕不可被削減的時間長度，因

此團體的總時間愈長，團體的改變效果將比較短時間團體持續更久。

五、團體領導者身分不同，團體效果並無差異

本研究發現，不論團體由具證照之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或由研究生、學校

輔導老師、輔導員，或其他身分擔任領導者，在團體立即效果或追蹤效果的測量

上，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此結果令身為團體課程教師的研究者感到驚訝。研究者以

為具證照與團體專業訓練之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因深諳團體創建與團體動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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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團體療效上應更具效果，然本研究卻呈現不如預期的結果，值得深思。也許

加強團體領導者的帶領能力，是團體課程教師未來努力的方向。

陸、結論

本研究欲探究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團體效果及團體創

建因素與團體效果量之關係，作為團體課程教學之參考資料。本研究以 2001至

2020年間發表於「華藝線上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之

54篇團體量化研究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以回答本研究問題：團體創

建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為何？團體是否有效？理論取徑、團體結構、成

員及領導者等團體創建因素是否帶來改變效果？綜合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之結論

如下：

一、 本研究發現團體創建因素於臺灣應用之概況：研究主題多樣，以自我相關議題

為最多；團體結構以 8~12人、每週進行一次、總次數 5~8次、總時數 16小

時為最多；理論取徑偏愛認知、行動或目標導向；成員以成人居多，半數以上

研究對象為正常人，大多數為性別混合團體；帶領者多為學校教師、輔導人員

或諮商相關系所的研究生。

二、 團體的整體立即、持續效果量均達統計顯著且為中度效果量，顯示團體對實驗

組的心理健康或行有提升或改善作用。

三、 本研究發現成員性別、年齡及介入主題，與整體立即效果量呈顯著關係；而理

論取徑、成員年齡、身心特徵、介入主題及團體總時間，與整體持續效果量呈

顯著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慎重思考各創建因素間之交互關係，仔細規劃適

切的團體方案對團體效果而言，相當重要。

柒、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獲得一個較為穩定與無偏差的後設分析結果（Erford et al., 2010），

並同時考量最終納入分析的研究樣本數的足夠性，僅採用經過匿名審查的期刊論

文，未納入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漏斗圖和失效安全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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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顯示，由後設分析所獲得的統計結論對於出版偏誤具有程度上的強韌性。然

在系統性回顧分析的理論取徑、團體結構、介入主題等頻次摘要表上，其分析結果

可能會受到未納入的博、碩士論文的影響而有所限制。因此，對其研究結論的應用

與解釋上需要更為小心審慎。

另於團體效果量之後設迴歸分析中，立即與持續效果量的樣本數分別為 45與

23，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樣本數不足（Green, 1991）的影響。本研究在進行後設迴

歸分析的程序上，依據編碼後之三大類別的預測變項（團體的理論取徑與介入層

面、團體成員與領導者特徵、團體結構），逐一納入後設迴歸模型中，以檢驗預測

變項是否能夠顯著的預測整體效果量，預期在某種程度上應可減低樣本數不足的問

題。知識的進展有賴於研究的累積，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蒐集期刊論文，累積更多

研究證據，以獲得更加穩定的結果。

2019年 COVID-19大流行之後，美國學者開始轉向線上團體的研究，然而研

究結果發現，線上團體並不是將面對面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和操作，直接複製到線

上螢幕環境裡即可（如Weinberg, 2021），線上團體設計涉及更多網路技術、團體

規範、環境及個人安全感議題（Andrews et al., 2024），和實體團體相當不同，因

此本研究未納入 2019年後創建線上團體相關文獻資料。

整體而言，本研究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呈現心理師法施行 20年

來團體創建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主要發現顯示團體可提供立即與持續

的正向效果。然其回顧文獻的範圍侷限在 2001年 1月至 2020年 8月，研究結論與

類推性可能受到限制。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已廣泛地搜尋與納入國內團體的相關研究，然受限於人力，或許仍

有部分研究未能列入本研究參考文獻中。此外，受到地域限制，僅收錄中文並發表

於臺灣的期刊論文，未能夠包含國內學者將本地研究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的論文。

建議未來研究在資源較為充裕的情況下，同時一併收錄國外的期刊研究結果，透過

比較與分析國內外之整體團體效果，可促進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深入了解團體的文

化差異、應用效果與實徵價值。

本研究編碼過程中發現：高達五分之一期刊論文未說明團體領導者的身分，

接近一成未提供團體總時數之訊息，而此類訊息皆是創建團體時重要考量因素，建

議團體研究者於研究方法納入此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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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後設分析中的資料相依問題，本研究依據 Lipsey與Wilson（2001）

建議的做法，複合單一研究提供的多重效果量，或從中挑選一個與研究目標最具關

聯性的效果量。此方法一方面可能造成本研究未能夠最大化納入與分析研究樣本資

料，如單一研究同時考量情緒、人際等介入層面時，僅挑選單一個介入層面的資

料。另一方面亦可能造成效果量的選擇偏差，如選擇具有顯著效果的效果量。建議

未來研究可採用較為複雜的統計控制（Hedges et al., 2010; Scammacca et al., 2014）

以降低因納入單一研究之多重效果量所產生的資料相依性的問題，既可有效地納入

樣本資料，亦可避免效果量的選擇偏差，期望可獲得更穩定的後設分析結果。

本研究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呈現心理師法施行 20年來團體創建

因素於團體實務場域應用之概況，研究結果確實為團體課程教學帶來豐富的訊息。

因此本研究建議，課程教師能鼓勵學生以嚴謹態度創建團體與帶領團體，並於團體

結束後將團體歷程與成效進行期刊投稿與發表；亦建議未來研究能於每十年進行一

次團體創建因素運用於實務場域之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研究，研究發現不僅

能豐富團體文獻，亦能發現實務場域的變化，進而作為團體教學的內容或課和設計

再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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